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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為何選擇工時---一套經濟發展的緊箍咒

   勞動工時上的改變及其所引發的爭論，多年來一直是勞資雙方攻防的焦點火
力，如民國 85年「勞動基準法」修正，加入了「變形工時」條款及八十四條之
一的工時「人員排除」條款，近因則導火於 2000年總統大選結束後，工人團體
呼籲實現「工時縮減」的競選諾言，而引發一連串調降工時及配套措施的爭議。
其中也發生了工人團體之間對於相灣主張上的衝突及批判，官方立場的數度改變
及資方抗拒之餘也提出所謂的配套但書。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裡，官資雙方祭出
國家「競爭力」及「經濟發展」的大旗，試圖營造出以下的一個邏輯：「工時縮
短」會造成生產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這個結果造成產業加速出走、產業缺乏
國際競爭力、失業率惡化，從而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及勞工的失業問題會陷入更
大的困境。
    資方該項邏輯的出現，同時反映在學術上七十年代以來的一個超級辯論，那
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性質與危機的辯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與所謂中心國家
的發展關係。雖然參與論戰的學者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彼此相異甚至對立，但對於
第三世界已愈益整合入由中心國家所發展出來的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事實，則彼此
看法相去不遠。而問題也正出自於後進新興工業化國家，在一步步走進世界分工
體系時，無論是被迫或主動，必然面臨國際競爭的局面，而此競爭不只侷限於產
品市場的國際競爭，尚有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的競爭。主流經濟學則溯源自
其鼻祖 David Ricardo 的「比較利益理論」來合理化國際分工的現象，但卻疏於
查察該理論的侷限及經驗世界中不全然是這麼一回事。然而這樣的說法卻深深影
響台灣這塊土地民眾的認識。
    台灣於六十年代以出口加工外銷導向經濟發展模式，加入國際勞動分工體
系，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勞資政三方在論述中也都認為台灣發展的利基就
是「大量、廉價及素質高的勞動力」，這是台灣所謂的「比較利益」，在這個比較
利益上，發展出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當然造就這個經濟奇蹟的原因，已有
不少學者從「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戰後美援的作用、四十及五十年代農業政
策及進口替代政策等角度來談，無可否認這些也都是促成因素。然而詭異的是，
當東亞其他後進國家於七十及八十年代，開始也企圖以出口外銷的發展途徑，進
入世界分工體系，使得台灣經濟發展面臨一些障礙時，官方及資方卻將主要問題
導向台灣的勞動力喪失了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比較利益」的這一個方向。「工
時縮減」所牽涉的問題，正好就落入這個「比較利益」的說法裡，一方面台灣勞
動力面臨其他國家更廉價的勞動力的競爭，這是屬於外在壓力；另一方面「工時



縮短」是使得台灣勞動力相對更昂貴，這項內在壓力，無疑使得這個「比較利益」
更是雪上加霜。
    如此邏輯由資方提出，其動機不難理解，但若也得到來自官方的附應，甚至
進步的工人團體也某種程度含蓄地同作如是觀時，則有必要細究箇中原委，究竟
是出自什麼樣的(錯誤)認識及邏輯，以至於這套因果邏輯在很大程度為社會所同
意1？「工時縮短」有著工運及階級鬥爭上的進步意義，然而卻不為廣大的民眾
所支持，這毋寧是一個極其弔詭的現象。本書意圖去分析造成這個弔詭現象的背
景及原因。在背景方面，本書討論的焦點在於「工時縮短」的訴求，擺在七 0
年代以來的相關工時議題上的改變，究竟是出自一個什麼樣的動力及趨勢？以及
進一步從理論及實證數據來論證前述資方邏輯的謬誤。

   第二章、工時縮減的贊成與反對---理論建構與實證分析

第一節  比較利益學說下的贊成與反對

一、比較利益的贊成與庸俗化比較利益的反對

無論根據國內官方統計數據2抑或民間訪調單位，其針對產業出走移資對岸
所做的調查，皆顯示影響資金流向的一強烈拉力乃在於大陸擁有大量廉價的勞動
力要素，並指出中國大陸在國際貿易競爭上將以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眾多的勞
動人口以及廣大的消費市場佔有「比較優勢」之地位；相對而言，台灣今日大量
產業出走與資金外流的現象，不言而喻，早期台灣所具有的這些優勢，如今早已
蕩然無存。對此，國內產、官、學無不戮力於尋找解決之道，各家說法眾多紛紜，
但大致不脫離二類，一為推動台灣產業轉型，鼓勵產業升級朝高科技發展，以擺
脫過度依賴勞力密集的生產模式；另一則傾向將台灣勞動政策鬆綁，改由市場供
需決定，以降低國內企業的勞動成本，企圖恢復傳統產業原有的競爭優勢。後者
乃為「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在觀念上的混淆，造就了「要素成本」決定分
工的謬誤，是假比較利益之名行絕對利益之實，徹底悖離比較利益法則的精神。
以此來反對工時縮減當然站不住腳。前者則必須由李嘉圖理論自身的矛盾，來檢
視它對工時縮減的支持進而以產業升級做為解決工時矛盾問題是否有力。
                                                
1 去年下半年這個爭議引發媒體大幅度的關注，翻閱當時報章雜誌的說法，包括一般民眾也都投
書表示，寧可保持工時現狀以保有一份工作，也不願工時縮短後工作不見了。顯然資方的這套邏
輯在一般民眾的認知中發生作用，造成這個議題成了少數工人團體的一齣獨角戲，既未得到廣大
工人群眾的附和，甚且反過來被指摘是國公營事業員工自利的行動(為工時縮減走上街頭的主要
是大型國公營事業的工會，如中華電信工會、中油工會及台電工會)。如此的一個弔詭發展情況，
是台灣工運史上少見的特殊情況。



二、中國勞動力生產要素比較利益的真實性

要探討中國大陸的何種產業之生產具有比較利益，則須針對每一產業的勞動
生產力做進一步的探討。然而限於中國大陸官方數據統計的搜尋不易，本文僅就
1989年-2000年的中國大陸國有工業的勞動生產力與台灣製造業勞動生產力作為
推論依據。下表所表示之一國整體的勞動生產力，僅顯示該國是否具有生產上的
絕對利益，並不表示在國際分工下具有所有生產的比較利益。

中國大陸與台灣勞動生產力比較表
中 國 大 陸 台 灣

年 份 國有工業勞動生產力指數
1996=100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
1996=100

1989 60.69 67.69
1990 61.72 72.79
1991 65.36 79.71
1992 73.02 82.65
1993 83.76 85.38
1994 ＊89.95 88.36
1995 94.25 94.86
1996 100 100
1997 111.88 106.96
1998 尚無統計 111.69
1999 尚無統計 119.56
2000 尚無統計 126.88

註 1、.資料來源：89年勞動統計月刊及www.moiss.gov.cn中國統計網

2、為方便比較，此數據乃經作者以 1996年為基期，經本文作者重新核算。

3、限於目前中國大陸尚未有全國製造業勞動力指數之統計數據，本文僅以其國有工業作為比

較之標準，故此表不免於實際仍有差距，僅作為研究趨勢之參考。

如表所示，在 1992年以前，中國大陸的勞動生產力明顯地落後於我國；但
從 1993開始至 1996年，其勞動生產力明顯地提昇與我國相當，至 1997年後則
更超越我國。由此可知，勞動要素成本的比較，唯有在 1993年至 1996年兩國勞
動生產力相當的情況下才具意義。即便是就目前商品生產的平均生產效率而言，
兩岸已存在著相當的勞動生產力，但依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原則，工資率即勞動成
本的高低並不影響兩國商品的比較利益以及專業分工，早前台灣產官學所極力主
張以勞動條件彈性化(變相降低)，來’’維持’’比較利益、挽留傳統產業，無疑是混
淆視聽，更與自己提出的產業升級自相矛盾。自 1997年後中國大陸的勞動生產
力高於我國，台灣商品的「比較利益」也不見得會移轉至對岸，但若依照時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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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成本決定比較利益論者所言，應調降我國勞動成本以提昇勞動生產力的作法不
但徒勞無功，甚至使企業過於依賴低廉的勞動成本而延誤了產業升級或是另行發
展新商品的時機。

真正在兩岸經貿起主要作用的，不是這種看似客觀持平、兼顧福祉的比較利
益說，而是資本的利潤率問題，資本的屬性與任務就是要尋找最高利潤，而不是
全球貿易互惠或者提高國民就業。所以檢討資金外流的重點除了判斷其是否遵循
比較利益原則，抑或對比較利益原則的曲解與濫用外，我們將接續前文對於比較
利益理論家族(含其修正與變形)的評析，在下一段落中對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
作更深刻的討論與批判。

三、比較利益學說的整體批判

考察資本主義世界範圍的發展，我們必須先理解李嘉圖的學說是受到當時資
產階級意識型態的侷限，準此以解，我們再來探究，它那種近似天真的樂觀以及
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請命的理論，究竟說對了什麼？而又因為什麼因素，使得
這一典範價值無法解釋陸續湧現的經濟現象，而致全面性的破產？

首先，當說明比較利益是誰在比較？誰的利益？循『勞動價值理論』脈絡推
論，國際貿易中，在兩國總工時（總勞動量）不變的情況下，兩國各依其比較利
益從事專門生產，可以生產更多的商品量，但兩國商品的總價值量並不因此而改
變，這正是李嘉圖「價值取決於勞動量（勞動時間）」的說法，因為，兩國所能
投入的總勞動時間是一樣的，所以既使總商品量增加，但是商品的價值不會因此
增加；因此，國際貿易與分工對兩國都是有利的，一旦商品的總量增加，在總價
值不變的情形下，單一商品的價格勢必降低，工人所需之生活資料也變得更加便
宜，因此，資本家可以在不影響工人購買生活資料的水準下，調降工人的工資，
以提高利潤；顯而易見地，國際貿易對於資本家在利潤的提高上有極大的好處（李
嘉圖卻將之說成是全民族的利益）。

不論從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的觀點來看『工資』問題或是今日『縮短工時』
的問題，都不難發現，全社會勞動量（時間）的縮減，就造成總價值量的減少，
在無法降低工人工資的情形下，勞動條件的提昇將直接衝擊到資本的利潤，那麼
就與其所倡透過國際貿易來減少工資進而增加利潤來維持資本主義永恆的生產
方式的精神背道而馳。

對於李嘉圖關於價值理論之批判，馬克思指出兩點矛盾3：第一、他無法解
釋勞動決定價值的規律同商品價值和勞動價值循環決定之間的矛盾。第二、他沒

                                                
3 馬克思  資本論第二卷序



有辦法解釋勞動決定價值的規律同使用活的勞動不等的等量資本可以獲得相等
利潤之間的矛盾。
    
按照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商品的價值的計算取決物化在其中的勞動
量即勞動時間的多寡來計算，那麼，當『勞動』本身也作為商品在等價交換規律
下的市場上交換時，其價值的表現形式--工資的計算則同樣應該以勞動時間的量
作為衡量的尺度，也因此會產生：「一天 12小時的工作日的價值，是由 12小時
工作日中所包含的 12個勞動小時來決定」這樣無謂的同義反覆。為何會產生這
樣的同義反覆，在於李嘉圖無法區分勞動與勞動力的不同，並且混同了生產價格
與價值，就使得他的勞動價值陷入了絕境。李嘉圖在考察價值與貨幣時只有「量」
的觀念，以致產生錯誤。至此，李嘉圖比較利益理論邏輯所依賴的前提完全失效，
那麼他的比較利益學說也將被連根拔除。

相對於李嘉圖的理論，馬克思提出具批判性的看法，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
有其二重性，即一為商品使用價值的生產與擴大，一為剩餘價值的生產與擴大；
前者代表了物質生活的進步，後者卻表示剝削關係的持續與擴大。4若以馬克思
二重性辯證的方法做為我們分析資本國際化的基礎，那麼國際貿易亦有其二重性
質，在使用價值的生產與流通上、有用勞動、人類知識技術的傳播與延續上，國
際貿易的確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由於李嘉圖缺乏二重性辯證的看法，只看
到貢獻的部份，卻忽略了市場交換存在著另一重社會關係對立的性質。商品的價
值除了存在於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外，在數以千億次的商品交換過程中（國際貿
易更是如此），將使得商品的價值逐漸以表面的交換價值的形式存在，而這種「形
式價值」的背後，就是社會關係的表現，亦即對抗性生產關係的表現。除了在科
學的層次上宣告了李嘉圖價值理論的破產外，馬克思更以此客觀地說明了資本主
義國際化的福與禍。

第二節  工時縮減與資本外移

一、全球化下的資本跨國移動

一種說法：工時縮減迫使資本外移。本節將診視此一命題的有效性。

在現今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我們看到了不僅是商品的自由貿易，而隨之而
來的，便是資本隨著國際貿易活絡，而加快了本身的流動速度。因此也導出了資
金的國際流動與資本的國際流動的問題。本研究，區辨資金與資本性質的差異，
當商品貿易時，馬克思指出，資本具有再生產性質，也就是資本會有自行增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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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這與貨幣或是資金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當我們在研究資本的流動
時，所要瞭解的，國際資本的流動必須在一定的基礎之下才會進行，就不單只是
國 際 貿 易 一 個 因 素 而 已 ， 在 資 本 必 須 不 斷的積累及擴大再生�的邏輯，以及資本
主義的生產關係所導致的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律的影響之下，成了驅策國際資本
流動的動力。而主流學界對於資本流動的論述，往往也僅著重于李嘉圖的比較利
益法則。但是這樣的解釋，並不能完全的解釋資本流動現象的結構性因素，因此
在本章之中，將以不同于主流學者的分析，來剖析資本流動的結構性因素。

二、解構工時縮短對台灣資金外移的迷思

在分析完資本的國際流動成之後，我們要來分析國內資本流向大陸的概況，
在主流學者的論述之中，將工時縮短視為是台商投資大陸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因
為台灣的勞動力要素價格較高，因此加速了資本的外移，在本節之中，我們要來
分析現金台商投資大陸的概況，以釐清台灣的資本外移，究竟是否與工時縮短有
關，以下是我們的分析：

(一) 大陸外資投資概況分析

台商對於大陸投資的開端，乃是啟於台灣在 1987 年八月開放大陸農工原料
的進口開始，中國國務院則於一九八八年七月發表「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廿
二條，規定給予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之優惠條件因此，兩岸的資金流動便開始活
絡，儘管當時法令並未開放台商至大陸投資，然而台灣的資金便透過許多間接的
管道，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統計，目前經過投審會通過並
合法進入大陸的投資案件截至2000年為止已經達到22,390件，總金額達到 152.97
億美元。（詳見下表）而中國官方的統計更高達 44,535件，金額則達到 454.09
億美元。但不可忽視的是，透過間接或第三地非法得的投資是無法現在正式的統
計，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兩岸的資金流動早在工時縮短前就已經相當頻繁。

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量位居對外貿易的首位，已經超越美國的貿易量。在面對
如此龐大的資金流動，主流學界通常將直接原因歸咎為國內投資環境惡劣，導致
資金出走頻繁，而所謂的投資環境惡劣將矛頭指向台灣勞動要素成本高昂，且勞
動法令過於嚴苛導致，且政府干預過多導致，尤其當工時縮減案通過時，資本家
及其學者，莫不將景氣不佳的原因加諸於勞動法令及對勞工保護過多云云。
然而這樣的觀點，似乎模糊焦點，而將導致資金外移的結構性因素掩蓋的說法，
我們在之前的論證可以瞭解，導致資金流動的因素乃肇因於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
律，在此規律底下，資本必須尋求出口，或是尋求更廣大的市場。

表一、台商在大陸投資概況



類別

經濟部核准核備資料 中共對外宣布資料

年別 數量 金額
平均投資規

模
占我對外總
投資比重 項目數 協議金額 實際金額

（件） （億美元） （萬美元） （%） （個）（億美元） （億美元）

1991 237 1.74 73.48 9.52 ※ 3, 884 ※ 35.37 ※11.05

1992 264 2.47 93.56 21.78 6, 430 55.43 10.5

（新申請）
1, 262 11.4 90.33 40.71

1993
補辦許可 8, 
067 20.28 10, 948 99.65 31.39

1994 934 9.62 103.02 37.31 6, 247 53.95 33.91

1995 490 10.93 223 44.61 4, 778 57.77 31.62

1996 383 12.29 320.95 36.21 3, 184 51.41 34.75

新申請 728 16.15 221.78 35.82

1997
補辦許可
7 ,997 27.2 3, 014 28.14 32.89

新申請 641 15.19 236.97 31.55

1998
補辦許可
643 5.15 2, 970 29.82 29.15

1999 488 12.53 256.72 27.71 2,499 33.74 25.99

2000

（1-5） 256 8.02 313.28 37.02 （.1-3）581 （1-3）8.81 （1-3）4.11

合計 22 ,390 152.97 68.32 39.6 44,535 454.09 245.36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資料來源係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中共對外宣佈
資料係來自中共「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外資司統計。

編製單位及日期：經濟部投資業務處，90年 6月 15日.

第三節  縮短工時與利潤率

  主流經濟學者認為，縮短法定工時將減少勞動投入量，提高廠商的勞動成本



支出，降低出口競爭力。5甚至因而造成企業關廠、歇業，產業加速外移，失業
率更形惡化等。一般社會大眾也接受資方抗拒縮短工時的說辭，那就是「縮短工
時」會導致產值減少、競爭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甚至整體國民經濟表現下降。
但在本研究的分析中發現，台灣在過去十年來製造業每週平均工時有些微下降，
已低於法定工時，但勞動生產力卻不降反昇，這表示工時長短與勞動生產力之
間，不必然具有連帶關係（劉梅君 2001）。所以資方反對縮短工時真正的歸因仍
在於利潤率下降。一般認為，縮短工時將影響勞動成本與勞動生產力，進而導致
廠商的利潤率與競爭力下降，而企業在無法獲利的狀態下，只有透過關廠、裁員
來維持企業生存，最後倒楣的還是勞工。這樣的推論，確實符合現象面直觀的理
解與經濟學的理論，但是看似客觀的分析，在在強調勞工必須接受資方追求利潤
為優先的前提下，才能談勞動條件的改善，卻忽略了資本主義勞資對立的矛盾，
更顯示出主流經濟學作為科學分析的限制6。

談到縮短工時是否影響利潤率？主流經濟學認為利潤是總收益減掉總成
本，經濟學上所講的成本指的是生產過程中所使用資源的機會成本7（opportunity 
costs）。利潤是指經濟利潤（economic profit）或超額利潤（excess profit），在資
本家追求利潤極大化的邏輯下，即使某產業有利可圖，也未必保證資本家的投
資，這點可以解釋何以許多企業並非虧損，甚至在帳面上仍舊有利可圖，卻寧可
選擇關廠歇業，將資金投入股市或房地產，或其他獲利率更高的產業。其次，「工
時縮短將使勞動成本增加，導致企業虧損」的說辭，有待評估。這種說辭，除了
是為了替資方維持其既有的利潤率，另一方面是藉以要求勞動法令的鬆綁，勞動
條件的下降，以利其獲得更高的超額利潤或絕對剩餘價值的擷取。

經濟學所計算的利潤率是將總利潤除以總成本，這樣的計算方式，掩蓋了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矛盾關係。當資本家為追求超額利潤而提高勞動生產力，
必須更新生產設備，使用新技術、增加對不變資本的支出，在短期內雖然可以透
過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異得到超額利潤，但因為競爭，所有的資本家相繼提
高自身的生產力使前述差異消失，於是單一資本家不再佔有超額利潤，利潤又回
到原有的水準。所以單一資本家為了維持其利潤率，必須不斷的提高勞動生產
力，但整體資本家均提高生產力之後，利潤率因為「有機構成」的上升而下降，
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之一。本研究，除了經驗素材的研究分析

                                                
5 參閱吳忠吉、李顯峰、成之約、呂國清，（2001），《未來我國最是法定工時及相關配套措施》，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
6但正如同Marx所言，「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
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度的發展階段，而是看做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
鬥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資本論，第二版
跋。
7 一物用於某特定用途的機會成本，指的是「它因此放棄的其他用途中，價值最高者」（the value 
of the best alternative），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合著「經濟學理論與實際」（1995） 3
版，p346



外，尚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典範，揭示平均利潤率的下降，乃是資本主義
發展的內在規律，與工時的調降與否無關。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典範，很清楚的論證唯有在以
下條件下，縮短工時才會影響到資本的利潤率，那就是勞動生產力不變。不過就
經驗數值來看，這個條件從來不存在。提昇勞動生產力，或者是增加勞動強度，
或者改善機器設備的效率，或者提高機器、設備的使用率… 等在在發生於當代經
濟社會中。是以，縮短工時的政策實行後，資本家有許多方法與手段來避免利潤
率下降，透過這些方法與手段，資本家不僅可以維持原有的利潤率，甚是有助於
利潤率的提昇。

第三章 台灣工時鬥爭的實相

第一節  失業議題、政策對工時縮減的反措

台灣雖然一向以傲人的經濟奇蹟自豪，但自 2001年起，失業率就不降反升、
履創新高。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八月份的失業率為 5.17%，較七月份的 4.92%，
足足上升 0.25 個百分比8；失業人數逾五十萬人（由於失業者多為主要家計負擔
者，估計受牽連人數高達 115 萬 3 千人），平均失業週數達 24.8 週；近一步資料
顯示，近八個月來，政府核付的失業給付高達 72 億元，付出這麼多的社會成本，
實際成效為何，不得而知，但是由越來越多的失業勞工走上街頭可看出端倪，政
府的抒困措施似乎無法應急，何來救窮！

一般傳統經濟學對於失業的認定，主要區分為「結構性失業、循環性失業、
摩差性失業以及季節性失業」。顧名思義，結構性失業是指產業結構變遷的過程
中，因為技術銜接不上，使得淘汰產業所釋放出的多餘勞動人口無法為新的產業
所吸收，通常會造成大規模失業；循環性失業則是由於整體經濟循環衰退或經濟
景氣的蕭條，使得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引發勞動力需求下降所致；而摩差性失業是
勞動者在新舊工作交替間，因為勞動市場缺乏流動性或就業市場訊息不完全等因
素所導致的短期失業現象；至於季節性失業則是因為工作性質具有季節性，在旺

                                                
8八月份「隱藏性失業人口」上升至 23萬 1千人，累計這部份失業人數，我國「廣義失業人口」
達 74萬 4千人，廣義失業率達 7.16﹪，參考【中時晚報剪報資料庫】。



季與淡季之間所產生的失業9。嚴格說起來，上述關於失業歸因的論述，僅為一
種概括性的區分方式，對於失業類型停留在認知的層次，無法解讀失業現象背後
所意函的生產關係上的不平等，僅有學理討論的價值，對於實質紓困層面，幫助
不大。首先，關於「摩差性失業」及「季節性失業」，因為屬於過度性質，對於
失業率惡化影響不大，這裡尚且略過。至於一般傳統經濟學在論及「結構性失業」
時，往往以「產業結構變遷」做為失業率上升的原因，但卻無法進一步釐清何為
產業結構變遷的原因？然後就很籠統的把產業轉型當作失業率上升的原因，又是
失業率惡化的後果，互為因果是它最大的矛盾；尚且，產業轉型始終是整個經濟
結構變遷的過程，光以一個歷史過程來說明過程中所遭遇的失業問題，並無法直
指失業率惡化的原因。而「循環性失業」則牽扯到景氣問題，景氣不佳常為政府
解讀經濟問題時的最佳註腳，同樣的，它也有無法解釋如何導致景氣不佳的矛盾
在，景氣時好時壞，並無一定的格式或規律，不足以做為失業率攀升的根源，否
則研究起來豈非疲於奔命？此外，根據各國在經濟實力上先天條件及後天發展的
不同，景氣波動影響的層面、層度也有所不同，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姑且不論主流對於失業問題的解釋是否妥當，以現今台灣所處的”結構性失
業”處境中，政府以設法增加工時彈性、變相降低勞動條件的方式，來解決結構
性失業的問題，著實沒有對症下藥，亦不能達緩和失業之效，這只是對於工時縮
減的反措與污名。

第二節  「彈性化」--彈的是什麼調？

一、彈性化的基調與旋律：概念與內涵

彈性化的需求並不是來自於勞動者對勞動形式的求「新」求「變」，而是雇
主基於「利潤」的考量而採取的變通法則。一九七○年代初，西方工業國家面臨
石油危機的衝擊，使得當時發達國家的「福特主義」及「泰勒制」的利潤積累模
式遭遇到空前的重大挑戰，零碎化的勞動過程及刺激消費的工資水準，開始出現
僵化，資本的如何再生產成為資本家的惡夢，而一味追求規模經濟的企業組織已
不被整體的經營環境容許，取而代之的是要能夠對愈來愈不穩定的經營環境作出
迅速回應的彈性企業組織。所以，面對七○年代以來的經濟危機，所開出來的藥
方是－解除管制，使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及國家的管制解除，恢復以供需及價
格機制為主的市場機制10。勞動彈性化的概念為既存的勞動契約、勞動標準、勞
動法律或團體協約應被修改，以便能依照企業的經濟利益和勞動市場的狀態作較

                                                
9侯山林，正視日益嚴重的台灣失業問題，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4卷第 3期，90年 3月。
10 劉梅君，工時之理論辯證與經驗省思，作者自版，2001，p72。



大幅度的調整改變。即解除勞動管制－遠離過去標準化的常規：諸如企業工時、
僱傭關係、社會安全協定等，回歸純粹以供需及價格機能為主的市場機制，目的
在於拆除工業關係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制度藩籬11。如此一來，資本便可以在「經
濟理性」所構築的平台上、「無拘無束」地追求利潤極大化。說穿了，所謂「彈
性化」不過是資本主義內在規律的舊調重「彈」。

二、彈性化的樂章：傳統僱傭關係的變奏曲

    彈性化的結果將會造成傳統穩定勞資關係的崩解與重組，勞資關係的面貌將
因此變型、扭曲、破碎與難以捉摸，如非典型僱用關係的工作型態，即是對傳統
勞資關係的一大挑戰，契約期間、工作時間、工作地點都不再一成不變，甚至連
勞務供需關係，也由傳統的雙務關係轉變為多邊關係。不幸的是，新的勞資關係
將是徹底地遠離勞資權力平衡，資本家重新取得「伸縮自如」的權力砝碼，勞工
的生存空間無疑受到更大的擠壓和威脅。勞資力量此消彼長後，形同資本家人手
一把號，可以各吹各的調，勞工最後將無可選擇地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音符起
舞。而撤離勞工保護傘（去管制化）無疑形同把勞工丟入勞動市場叢林，任令其
赤手空拳與資本怪獸肉搏，任憑其自生自滅。

三、勞動彈性化的台灣實證：
    工時縮短的「配套」措施— 是「解套」？是「圈套」？

在台灣的縮短工時攻防戰中，資方早已擬定全盤作戰計劃，包括一旦「縮短
工時案」通過，應夾帶相關「配套」措施，以減輕勞動成本的大量「失血」；而
官方則是順勢而為，也提出若干「配套」措施，試圖為資本家「解套」，並透過
傳媒宣傳「配套」措施的合宜必要，讓許多勞工渾然忘了這些措施可能都是不折
不扣的「圈套」。特別是在工時縮短後，由於恰逢台灣經濟的嚴重不景氣，諸多
財經官員便將矛頭直指「縮短工時」，指稱其為造成景氣低迷的元兇。於是，在
為拯救台灣經濟而召開的「經發會」期間，所謂「勞動彈性化」便成了官、資的
共同語言，官資除了聯手大力鼓吹勞動法規鬆綁外，若干企業主更主張凍結勞基
法，彷彿「彈性化」是經濟惡化的唯一救藥，卻無視「彈性化」可能會是勞動條
件的一帖致命毒藥。以下是幾個官資研議中的配套措施：

（1）變形工時

在經發會結束後，行政院勞委會放寬變形工時的修正草案如下：一、兩週兩

                                                
11 Jelle Visser(1996),”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a European view”,in Joris Van 
Ruysseveldt and Jelle Visser (eds.),Industrial Relations In Europe.London:Sage Publications,pp6-7.



日變形工時─雇主在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的同意後，每兩週可以有兩天正常工作
時數平均分配到其他工作日，每日正常工時為十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
過四十八小時。二、八週彈性工時─雇主經工會或勞資會議的同意，可將八週內
的正常工時彈性調整，但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
過四十八小時，八週內每週平均工時不得超過四十二小時。三、一年彈性工時─
雇主在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的同意後，可以將一年內正常工時彈性調整，但每日
工時上限為八小時，每週工時上限為四十八小時，一年內的平均每週總工時上限
為四十小時。這樣的改變使得雇主得以不受勞基法第 36條每七天一天例假的限
制，況且，勞工如此集中工作、休假時間，可以提供雇主排班上的彈性，雇主也
可依照淡旺季不同的工作需求，彈性分配勞工的工作量，這對雇主不正透露出薪
資成本及非薪資之社會安全成本的下降12。

而過長勞動時間，對工人而言，是健康與生命的戕害。若原本工作時間為八
小時，變形工時的實施多延長了二小時，對工人的損耗，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算
術，而是絕對較先前損耗的數倍，不是單單就加班費 1.33或 1.66的給與，就能
消弭工人的加倍耗損。然而，變形工時的實施，更是助長資本家減少加班費的支
出，等於是勞工的實際收入減少，免除了資本家對勞工精神及健康上的補償。

（2）女性夜間工作的開放

    女性夜間工作的開放，與勞動力彈性化有何關聯？女性夜間工作的開放是使
得資本可以役使的夜間勞動人手增加，相對減少機器設備閒置所產生的「消極損
失」，所以，夜間工作實質上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再加上，女性勞動力的價值向
來就遠低於男性，因此以女性從事夜間工作，一方為雇主帶來更多的絕對剩餘價
值，另一方面，夜間勞動也提高了不變資本的使用率，創造更多的「相對剩餘」
13。因此，資方與政府合謀，高掛刪除性別限制的旗幟，使得男工、女工每月加
班的總時數一致、取消女性夜間工作限制，將可為資本家創造更多利潤。目前勞
基法規定女工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間內工作，但經取得工會或勞工同
意，並實施晝夜三班制，安全衛生設施完善及備有女工宿舍等不在此限，但經發
會就業組的共識結論已決定未來將取消這項限制。若這些限制取消，以往雇主因
需要而支付給女工的加班費將不再支付，女工的工作時間也因而改變。此不僅對
女工造成經濟上與身心上的損害，且忽視女工的母性機能，將女性具有世代勞動
力再生產的本能，視為女工個人的責任。母體過度的損耗將危害下一代勞動力，
工人的下一代將越來越弱小，不只是造成人的危機亦造成民族的危機。

（3）基本工資的廢除

                                                
12 同註 1，p151-152。
13 同註 1，p153-154。



    經建會建議將基本工資改以時薪或日薪為計算單位，其計算方式以實際工作
時數為準。然而，工資是工人勞動力的對價，是為了支付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生
活資料，即使是假日，人的生活依然在繼續，所以「No Work, No Pay」的計酬
方式計算工資，等於是否定工資為工人維生的對價，變相地強迫工人無時無刻工
作，而資本家反而免去所有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強迫工人勞動，獲取剩餘價值，
成為理所當然。

另有提議廢除基本工資，以便能與外勞薪資脫勾，來降低雇主的勞動成本。
經建會認為絕大多數本國勞工薪資均遠超過基本工資，維持基本工資制度將只會
「便宜」了外勞。然在台灣，仍有一定數量的邊際勞工之薪資與基本工資掛勾，
一旦廢除基本工資，他們將成為連帶受害者，更何況，基本工資的調整更與大多
數勞工的調薪具有一定程度的連動關係。先進國家普遍均有最低工資的規定，以
維持勞工暨其家庭的基本生計。我國的基本工資制度不僅稱不上是最低工資制
度，連是否能維持個人生計都大有問題。一旦貿然取消，不僅影響邊際勞工生存
權益，外勞工資必將陷入流血殺價的惡性競爭中而變得更加廉價，凡此將嚴重損
及我國勞動人權形象。

（4）外勞緊縮政策

台灣的雇主認為縮減工時會使勞動成本增加，所以，主張持續引進外勞以減
少勞動成本的支付。但是，外勞引進的政策實際上是為了「缺工」所提出的處方，
藉以舒緩「缺工」背後、資本家層層的施壓﹝台灣是否真的缺工，還是勞動環境
過度惡劣？﹞。但是，聰明的資本家打得是「缺工」的幌子，實質上是因為外勞
實在夠「廉價」。行政院勞委會「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統計調查結果」以民國八
十七年的統計為例，在同一平均工資水準下，本勞與外勞有極大的工時差異，八
十七年外勞的月平均工時是 244.62小時，正常工時是 205.22小時，平均月延長
工時是 39.4小時；而本勞的月平均工時是 198.3小時，正常工時是 187小時，延
長工時為 11.3 小時。比較上，外勞比本勞多 46 小時，且其中近 30 小時是來自
延長工時的部分。顯然，雇主以支付本勞的工資水準來購買外勞的勞動力，卻能
額外地佔有外勞 46小時的勞動量，可見外勞對於資本家絕對剩餘價值的貢獻。
雖然新政府上台後，頻頻釋放緊縮外勞數量的消息，然而外勞人數的節節上升，
卻又是不爭的事實，讓人不禁懷疑外勞緊縮政策的口惠而實不至。

（5）縮短的工時視為不給薪的非休假日

在工業先進國家縮短法定週工時的個案中，不減薪是最基本的必備條件，若
縮短工時淪為變相減薪，則縮短工時對工人階級而言無異失去了根本意義─



「有閒、沒錢」更是別有居心的將縮短工時加以污名化，讓勞工大眾驚覺縮短工
時不僅未蒙其利﹝增加休閒時間﹞，反而蒙受其害﹝荷包縮水﹞。勞委會為降低
縮短工時對於企業界所帶來的「衝擊」，竟率而做出「雇主對於縮短的工時可以
不給薪」的行政解釋，若果如此，則公務員全面週休二日卻何以不聞減薪之聲，
何以國家總把吃虧倒楣的苦果硬逼勞工大眾吞下。勞委會利用法令上的灰白空
間，做出如此背離工人利益的行政解釋，不僅打了勞工與工時縮短一耙，更是重
重地倒打了自己的招牌。

（6）退休金制度的改革

勞工退休金制度不僅要求「有」，同時也要求「好」。我國勞基法目前的退休
制度，含有在職退休的意味，退休金是附著在企業之中。由於絕大多數企業並未
依法提撥退休準備金，再加上法令對於勞工領取退休金資格的條件過於嚴苛，反
而使勞工屆時退休無法領取，徒使退休金制度淪為畫餅充飢，更為已經到來的高
齡社會埋下種種的隱憂。因此在本次經發會中，就業組做成勞工退休金制度改為
個人帳戶、附加年金以及其他可攜式年金等三軌制。個人帳戶制是將勞工的工作
年資放在銀行儲存，走到那裏就可以帶到那裏，勞工的工作年資不會被侷限在同
一個工作職場，可以活絡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但是，個人帳戶所帶來的影響，
並非全是正面地，其負面影響，如通貨膨脹或貨幣貶值等問題，而個人帳戶是以
個人為立基，缺乏社會連帶，龐大的基金可能會造成政府集錢又集權。更重要的
一點是，個人帳戶制將採取漸進式的提撥率從 2%逐年增至 6%，與現制相較，
勞工屆時所能領取的退休金將大幅縮水，勢必無法確實保障老人經濟生活安全。
附加年金制由於保障一定水準的所得替代率，對於勞工應較為有利。最令人擔心
的是，若採取三制並行，勞工大眾是否能從中做出最佳的選擇，此亦將影響基金
財務至鉅。而舊制為人所詬病的阻礙中高齡勞動者進入就業市場之問題，是否真
能迎刃而解，亦有待觀察。

（7）假日合理化

由於工時縮減，資方也要求應縮減放假日數，以減少對企業的衝擊，一般總
認為台灣的給薪假日過多，是造成雇主成本負擔的原因之一。然而，工人是否真
的較佔便宜，還須將僱傭關係納入考量，如果工人是時薪制或是日薪制，則假日
是否帶薪與工人並不相干，而外包承攬的工作，完成工作才給付價金，與假日薪
資亦無關，只有月薪制的工人，才有假日給薪與否的爭議。而在台灣，數量不少
的非典型工作者存在於就業市場，其多為「有工作才有報酬」，與假日給薪並無
關聯，所以，單單就給薪假日的多寡來評準，並不確實。



第四章 結論

    台灣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上所展現出來的勞動體制性質，如謝國雄分析所
言，在名義上是霸權式勞動體制，但實際上卻是「集體自治」及「市場專制」。
市場專制不代表國家缺席，只不過國家在勞資關係中經常是處於一個極曖昧的立
場，以至於國家的介入，對該社會關係的從屬性的節制效果不大。另一方面，在
以經濟發展獨大的國策目標下，吸引資本成為政府的優先政策。因而八十年代以
前的積累模式包括了若干獎勵投資的政策以吸引資本，並發展工業，及另外採取
了以壓抑工會活動、長工時、低工資等的勞動政策，這些若無國家的積極介入，
是難以成事。
    八十年代中期以降積累困境漸次浮現，因而「產業升級條例」立法通過、外
勞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法」的施行、及「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推動，這
些措施均牽涉龐大的資金，或來自稅負抵減，或來自國家巨額資產的釋放，均屬
協助資本積累的積極措施；另一方面，對積累構成威脅的相關法令則以消極態度
處理，如勞工團結權、爭議權及協商權的修法，卻一再延宕擱置；或雇主惡意違
法致勞工權益受損的爭議，國家實質上也放任市場決定。此外，在勞動法令上，
也朝著「彈性化」的修法方向發展，「變形工時」的增修、夜間工作限制的放寬、
「勞基法」八十一條有關人員排除工時規範適用的通過等，均進一步讓勞資關係
「市場化」。問題在於，這些措施提供雇主更大經營彈性空間的同時，勞方社會
安全保障的立法或修法卻遲遲無法推出。甚至政府的事業單位也積極地進行「勞
動力彈性化」的措施，大量運用承攬契約、外包勞動力以免脫作為雇主的社會責
任。
    然而誠如「彈性化」迷思一章的討論所顯示，彈性化概念涵蓋極廣，「勞動
力市場」彈性化只是一端，為了要達成效率目的，狹義的勞動力數量彈性化的做
法往往非最佳的選擇。在台灣，勞動力市場可以說一向是低度管制，即使在民國
七十三年制定了「勞基法」，也不代表管制趨嚴，因為雇主遊走法律邊緣，甚至
公然違法幾成常態，再加上行政權，或姑息，或不彰的情況下，「勞基法」在雇
主眼中，僅據參考作用，毫無實質約束效力。問題就在於，以為低度管制或無管
制，有助於資本的想法，在經驗上是不無問題的，歐美國家的經驗就顯示，管制
的嚴格或鬆弛，跟國家的競爭力或企業的競爭力是無必然關係。台灣的經驗調查
也指出資本外移或進駐，與勞動管制嚴苛與否關係不大，而與國際景氣大環境或
市場條件有關。事實上台灣產業發展出現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見到製造業，特
別是所謂勞力密集製造業的外移，但同時也見到外國資本，特別是服務業的跨國
資本前來台灣投資，這顯示資本的考慮，涉及了複雜的因素。
    即便台灣勞動管制已屬鬆弛一端，但為何依然發生「縮短工時」的爭議？馬
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很清楚的論證唯有在以下條件下，縮短工時才會影響到
資本的利潤率，那就是勞動生產力不變。不過就經驗數據來看，這個條件從來不
存在，因為在工時縮短後，資方一定想盡各種辦法來提昇勞動生產力，或者增加



勞動強度，或者改善設備機器的效率，或者提高機器設備的使用率，簡言之，工
時縮短不但無損資本利潤率，反而有助其提昇。
    台灣出現的產業外移現象，與工時縮短的推動關係不大，因為產業外移是特
定產業性質與經營環境的問題，換言之，即便台灣工時規範再進一步放寬，這些
外移資本是否會回頭呢？由前文相關數據的分析答案可能是否定。如經濟部的企
業海外投資調查指出，投資海外的企業，在近半數是虧損及收支相抵的情況下，
仍選擇投資海外，原因是看重其廉價及充沛的勞動力，與廣大的市場。若這個調
查反映的是真實狀況，那麼今天台灣工人的工時再長及工資再低，也仍挽回不了
企業海外投資的心意。原因在於工時及工資是有一個相對於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
程度的底限，這個道理早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鼻祖之一的威廉配第、李嘉圖及馬爾
薩斯等就已表示。若工時及工資落入該底限之下，則整個社會生活也將為之崩
解，難以為繼。以台灣的生活水準來考量，根據主計處的薪資與消費調查統計，
以民國 87年為例，台灣家戶的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是 53,862元，若勞工的勞動所
得無法支應這個消費水準，則工資即無法聯繫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社會「再生
產」，整個社會將為之消解。從這點可知，台灣的工資水準實際上不可能以落後
國家的工資水準來給付，因此，若企業不從生產效率的提高著手，產業外移是必
然的結果。
    「工時縮短」引發的抗拒及被污名化，實則是來自資本積累危機，為解決該
危機，「全球化」乃其手段，資本能「全球化」，也才有能力對所謂的「生產要素」
進行「彈性化」的操弄。反之，任何對「彈性化」的抗拒，就被理解為對資本「全
球化」的阻礙，對資本「全球化」的阻礙，就是對資本積累的威脅！「工時縮短」
在資本眼中，顯然是背離「彈性化」的方向。這套資方邏輯就正如先前已討論過
的部分，「工時縮短」對資本而言，是工資相對的提昇，從而侵蝕到雇主的利潤。
然而「彈性化」的途徑有許多種，企圖以長工時、低工資作為彈性的對象，是最
粗糙且競爭力最差的一種。「工時縮短」步必然帶來利潤的減少，只要資本能另
從第三章 Amadeo and Horton所提出的「勞動力內涵彈性化」這一方面著手，提
高勞動生產力，工時縮短反有助於效率的提昇。
    西方工時的發展經驗，有幾點頗值得在回顧台灣這場「工時」爭議上進一步
思考的地方。如果「工時縮短」如官方及資方所言，會影響競爭力，那麼它們該
如何來解釋二十世紀的這些工業先進國家，仍然是世界最具有競爭力的國家。因
此，事實是，「工時縮減」如果會引發負面作用，其所造成的並非是國家競爭力
的喪失，而是資本利潤率的受損，唯這裡再度強調，「工時縮減」不必然導致個
別資本利潤率受損，這是因為一來透過其他途徑，如生產流程的改善、機器效率
的提昇、勞動力素質的加強，勞動生產力因而提高，平衡工時縮減的衝擊；二來，
影響利潤率的因素，除了前述從生產過程來檢視外，尚需將流通過程一併納入考
量，因為流通領域雖然不創造價值，但卻是價值實現的關鍵，因此運輸交通的改
善、市場的掌握等，對資本之利潤的實現與確保也至關重要。
    關於「工時縮減」與「利潤率」下降的關係，本文也試著釐清當中所涉及的



混淆。一般以為「工時縮短」會威脅「利潤率」，但事實上，真正造成平均利潤
率下降的原因是「勞動生產力」的提昇，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個重要
論點。至於「工時縮短」的發生，源頭也來自「勞動生產力」的提昇，因此，正
確地說，「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同時帶動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及「工時縮
短」的趨勢。
    
    工時「配套」方案的提出，也與團體協商機制的不存在，及長期以來勞方團
結力量薄弱的歷史有關。「變形工時」、「女性夜間工作」、「假日合理化」、「退休
金改制」及「外勞政策」等配套，根據前文分析，這些配套措施所欲達成的目的
均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為主。雖美其名為「彈性」，其實是壓低勞動力價值，且
主要是集中在「延長工作時間」、及降低給付水準等「絕對剩餘價值」之擷取的
範疇。然而，正如第三章「彈性化」的討論所顯示，欲達成最佳效率的途徑，過
去「勞動力市場彈性化」的方式反倒不如「勞動力內涵彈性化」。這部分的討論
對於台灣工時規範所面臨的挑戰，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反思機會。「勞基法」乃延
續「工廠法」而來，許多勞動規範的確是以第二級產業，特別是製造業為對象，
這使得「勞基法」於民國 88年擴大一體適用後，引發極大的抵抗，因而「工時
彈性化」的提法部分是為因應經營彈性上的需求。然而外國的經驗顯示，若台灣
的協商機制健全，上述產業性質差異所產生的工時適應問題，即可透過協商機制
予以兼顧。因而基本勞動三法的修定實刻不容緩，ILO所訂定的「勞動核心基準」
中居首位的正是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這三項最基本的勞動人權。
    
另外，在「縮短工時」的修法行動，因為是以國家公權力強制訂定，本身就
乃具有「反彈性化」的象徵意義。在一定程度上「縮短工時」是企業人力運用的
彈性上的一種節制，因而即便「縮短工時」不必然帶來生產力的低落，或利潤的
受損，但因其具有的「反彈性化」的意涵，而必然被雇主視為眼中釘，尤其當七
十年代以來「彈性化」風潮是日益蓬勃普遍之際，如 Harvey 提出「時間的經濟
體制」試圖捕捉眼下各種各樣的勞動工時制度，反彈性化的工時修法方向，必然
遭遇資本的激烈挑戰。
    最後，本文從「全球化」現象切入，拉出台灣「工時」爭議所反映出來的積
累問題，指出八十年代中期以來部分產業面對積累結構的惡化，而尋求建構新的
積累結構時，「彈性化」或「去管制」如何成為官、資、甚至一般工人的共識。
法定「工時縮減」就正處於「彈性化」的對立面，因而引發爭議，並為「配套」
的提出，提供了正當性。然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觀點，有助釐清這場與「工
時」相關之爭論的是非曲直。具體言之，本文試圖指出，「工時」牽涉的是「勞
動力價值」及「剩餘價值」的問題，因而攸關資本利潤率的多寡。經驗世界顯示
的事實是，資本從來不曾放棄對「絕對剩餘價值」及「相對剩餘價值」的擷取，
因而表現在「工時」的鬥爭上是意志明確：既反對「縮短工時」，復不放手「配
套」，這是資本的意志，更是資本邏輯的貫徹。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王振寰 (1993)，《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北：唐山。
呂紹理 (1998)，《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
辛炳隆 (2000)，「郵勞動市場調整機能探討當前失業率上升之原因」，台灣失業
問題，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李誠 (2000)，「勞動標準對貿易、就業與經濟發展的影響的初探」，台灣勞動市
場相關問題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李清潭(1998)，「台灣公營事業私有化過程裡政府角色的轉變」，發表於「民營化
政策在台灣---社會學的觀點」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段承璞等人(1994) 《台灣戰後經濟，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三卷，台北：
人間出版社。

柯志明 (1992)，「殖民經濟發展與階級支配結構— 日據台灣米糖相剋體制的危機
與重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3期。

馬克思(Karl Marx) (1975, 中譯本)，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 (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
義— 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澄社報告之一。

張昌吉，（1996），《關廠立法之研究》，勞委會委託。
張晉芬 (2001)「中高齡失業者再就業的型態與決定因素」，發表於「當前失業問
題研討會」，中研院社會問題研究推動委員會。

黃世鑫 (1998), 「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省思：重建以國民為主體的金融制度」，
華信經融季刊，創刊號，台北：華新商業銀行。

郭明政 (1999)，「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制— 從集錢到集權」，《勞資關係月刊》，
第 209期。

衛民 (2000)，「二小時的意義：在自由化、國際化潮流中，人力資源應是競爭優
勢」，聯合報，11月 23日，民意論壇。

劉進慶 (1995)，《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二卷，台北：
人間出版社。

劉克智 (2000)，「台灣勞動市場的轉變與失業問題」，台灣的失業問題，國立中
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劉梅君 (2000)，「”廉價外勞”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8期。



劉梅君 (1999)，「產業升級條例初探— 有關「升級」效果及「產業競爭力」的幾
點觀察」，政策月刊，第 48期。

瞿宛文 (1995)，「國家與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 評論「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期。

謝國雄 (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蕭新煌 (1989)，《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台灣研究基
金會。

蕭全政(1995)，「國民主義：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政經轉型」，《台灣新思維：國
民主義》。台北：時英出版社。

台灣社會研究編委會 (1995)，「由新國家到新社會— 兼論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期。

台灣勞工陣線 (1999)，《新國有政策：台灣民營化政策總批判》，台北：商周出
版。

臧汝興 (2000)，”「八四工時」不容翻案”，《左翼》，第 13號，2-8。
嚴祥鸞 (1998)，「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的爭議」，發表於國科會 84-86學年度社會
組專題計劃補助成果發表會。

經濟部 (2000)，《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經濟部 (1999)，《統計年鑑》，經計部主計處。
經濟部投審會(2000)，「中華民國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對外投資、對外技術合作、
對大陸間接投資、大陸產業技術引進統計月報」。

經濟部統計處 (2000)，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製造業經營實況調查報告。
經濟部工業局 (1999)，工業統計調查報告。

二、外文文獻

Abraham Katharine G. and Houuseman Susan N. (1994) “Does Employment 
Protection Inhibit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Lessons from Germany, France,and 
Belgium”, in Rebecca M. Blank (ed.) Social Protection versus Economic 
F lexibility:Is There a Trade-Of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dams, Francis and Gupta, Satya Dev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An Introduction”,in Satya Dev Gupta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Boston/Dordrecht/London: Kluwer.

Albelda,R and Tilly,C. (1994). Glass Ceilings and Bottomless Pits : Women's Work, 
Women's Poverty. Boston, MA : South End Press.

Amadeo, Edward and Horton, Susan .(1997). Labor Productivity and F lexibility.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Amin,A., Charles,D.,＆ Howells,J. (1992).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Cohesion in 
the New Europe. Regional Studies. 

Anderson, Sarah,, Cavanagh, John and Lee, Thea (2000). Field Guide to the Global  
Economy. NY: The New Press.

Aoki, Masahiko (1988).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oki, M. (1990). Toward an Enconomic Model of the Japanese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8.Armstrong, P. Glyn, A. and Harrison, J. 
(1984/1991) .Capitalism Since 1945. Oxford:Basil Blackwell.

Aronowitz, Stanley and DiFazio, William (1994). The Jobless Future: Sci-Tech and 
the Dogma of Work, Minneapolis. M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tkinson, J. (1985), “Flexibility:Planning for an Uncertain Future”, Manpower Policy 
and Practice, Vol.1, summer.

Bagguley, P., Mark-Lawson, J., Sapiro, D., Urry, J., Walby, S., and Warde, A. 
(1990)Resturcturing: Place, Class and Gender. London: Sage.

Barran, P. and Sweezy, P (1966) Monopoly Capital.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Beynon ,H,& Hudson,R.(1993).Place and Space in Contemporary Europe: Some 

Lessons and Reflections. Antipode,25.
BIE (Bureau of Industry Economics) (1984)，Reducing Standard Hours of 

work:Analysis of Australia’s Recent Experience. Research Report No.15, 
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Bienefeld, Manfred. (1972). Working Hours in British Industry: 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Blank, Rebecca M. (1994). (ed.) Social Protection versus Economic Flexibility:Is 
There a Trade-Off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anpain, R. and Biagi, M. (1999) (eds.) Non-Standard Work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Hague/London/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Bosch, Gerhard, Dawkins, Peter and Michon, Francois (1993) (eds.) Times are 
Changing : Working Time in 14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Boyer, R. (Ed.). (1988a).The Search for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The Europea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oyer, Robert and Drache, Daniel (1996) “Introduction” in R. Boyer and D. 
Drache(eds.) States Against Markets: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NY: 
Routledge. 

Braverman, 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Braudel, Fernand. (1979).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施康強、顧良 譯，(1999)，15至 18世紀的物
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台北:城邦。

Brenner, Robert. (1998),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New Left Review,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98. No. 229 (May/June).

Burawoy, M.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Callaghan, George S. (1997). Flexibility, Mobi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Brookfield,USA:Ashgate.

Campbell, I. (1993).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in Australia:Enhancing Managerial
Prerogatives?”, Labour and Industry, Vol.5, No.3:1-32.

Campbell, I. (1996) “Casual Employment, Labour Regulation and Australian Trade 
Unions”,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38, No.4:571-599.

Castles, S. and Kosack, G. (1972), “The Function of Labour Im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an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73:

Costello, A. (1993) .Workfare in Britain? Some Perspectives from UK Labor Market 
Policy. London: Unemployment Unit.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3).Directory of the Co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ission. 

Cox, Robert (1996), “A Perspective on Globalization”, in James H. Mittelman, 
(ed.)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London/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Davis, Mike (1980), “Why the US Working Class is Different”, New Left Review.123 
(Sept.-Oct.).

Deakin, S. (1986),”Labor Law and the Developing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UK”,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 No.3:225-246.

Dex, S. and McCulloch A. (1995). Flexible Employment in Britai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Manchester: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Dex, S. and McCulloch A. (1997). Flexible Employment: The Future of Britain’s Jobs. 
London: Macmillan.

Dore, R. (1986). Flexible Rigidities, Industrial Policy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1970-1980. London: Athione Press.

Dunford, M., and Kafkalas, G. (1992) “The Global-local interplay, corporate 
geographies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Europe”, In M. Dunford 
and G. Kafkalas (eds.) 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New Europe: The 
Global-Local Interplay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London: 
Belhaven.

Dunford, M. Perrons, D. (1994).Regional Inequality, Regimes of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Europe. Stra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Esping-Andersen, G., Assimakopoulou, Z. and van Kersbergen, K. (1993) .“Trends in 

Contemporary Class Structuration: A Six-Nation Comparison”, in 
Esping-Andersen, G. (ed.) Changing Classes: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Post- 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Sage. 

Ferraz, Joao Carlos, Rush, Howard, and Miles, Ian (1992:10)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F lexibility. London/NY:Routledge.

Felstead, Alan and Jewson, Nick (1999). Flexible Labour and Non-Standard 
employmnet, in Alan Felstead and Nick Jewson (eds.), Global Trends in 
F lexible Labour.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Frobel, Folker, Heinrichs, Jurgen and Kreye, Otto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zed Countir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nslated by Pete Burg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oud, J. Haslam, C., Johal, S. and Williams, K. (1997).”From Social Settlement to
Household Lottery”, Fifteenth International Annual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Edinburgh.

Freeman, C. and Perez, C. (1984), ‘Long Waves and New Technology’, Nordist 
Tidsskrift for Politisk Ekonomi, Vol.17:5-14

Freeman, C. (1988). ‘Introduction”, in Dosi, G. et al. (eds.). Economic Theory and 
Technical Change. London/NY:Pinter.

Garrahan, Philip and Stewart, Paul (1992) The Nissan Enigma: F lexibility at Work 
in a Local Economy. London/NY: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Gereffi, G.(1994)”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how
US 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M.Gereffi and M. 
Korzeniewicz, (ed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Westport:Praeger.

Gershuny, J. (1988) “Time,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Pahl, R. (ed.) 
On Work: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Blackwell.

Gershuny, J. Godwin, M. and Jones, S. (1994) “The Domestic Labour Revolution: A 
Process of Lagged Adaptation”, in Anderson, M., Bechhoffer, F. and Gershuny, . 
(eds) The Soici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Os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lyn, A. and Surcliffe, B. (1972),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s 
Squeeze, London:*****.

Gordon, David M. (1980). “Stages of Accumulation and Long Economics Cycles,” in 
Processes of the World System. ed. Terrence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Berverly Hills, Calif.:Sage Publications.  
Gordon, David, Edwards, R. and Reich, M.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rz, A.(1985), Path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London:Pluto Press.
Gough, Ian. (1979).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Gutman, Herbert (1976).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Y: 

Knopf.
Hahnel, Robin(1999). Panic Rules! :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Habermas, Jurgen (1986), “The New Obscurity: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Exhaustion of Utopian Energ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11, 
No.2.

Harvey, Mark (1999) “Economies of Tim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Alan Felstead and Nick Jewson, 
(eds.) Global Trends in Flexible Labor. London: Macmillan

Held, David, McGrew, Anthony, Goldblatt, David and Perraton, Jonatha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台北：韋伯文化
事業出版社。

？Hirsch And Roth,1986:104
？Hirsch, 1991:75
Hepple, R. (1992) “Labor Law and the New Labour Force”, in Gladstone, A. (ed.) 

Labour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Hewitt-Dundas, Nola (1997). Corporate Flexibi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mall 

Firm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Massachusetts. Brookfield, US:Avebury.
Hobsbawm, Eric (1994). The Age of Extremes :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Y: Pantheon.
Holloway, J. (1988), ‘The Great Bear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 and Class. 

Vol.36:93-105.
Hsiung, P.C. (1996). 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 Class, 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uber, E. and Stephens, J. (1998),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del: Crisis and Future Prospec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xxxi.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黃裕美 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
序的重建，台北：聯經。

ILO..(1994).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Eighty-first Session: Record of  
Proceedings.

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95). World Employment, 1995. Geneva, ILO. 



Jallade, Jean-Pierre (1991), “Working-time Policies in France”, in Karl Hinrichs,” 
William Roche and Carmen Sirianni (eds.) Working Time in Transition : The 
Polictical Economy of Working Hours in Industrial Nation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 (1991:136) “Thatcherism and Flexibility: The White Heat of a Post-Fordist 
Revolution”, in B. Jessop et al., (eds.) The Politics of F lexibiltiy: 
RestructuringState and Industry in Britai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Edward Elgar.

Jessop, B. (1989), ‘Regulation Theory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conomy and 
Society, Vol.19, No.2:153-216.

Kalechi, Michal (1971),”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1933-1970, Cambridge:****

Kotz, David M. (1994), “Interpret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in Kotz, et al., (eds.) Socai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Kotz, David M., McDonough, Terrence and Reich, Michael. (1994).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bour and Society. (1987). vol. 12, Special volume on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Landes, David S. (1983). Revolution in Time :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sh, S. Urry, J.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hart, D., Rozenblatt, P. and Voegele, s. (1994) “Vers une nouvelle remuneration 

scientifique du travail”, Travail et Emploi, 57.
Lui, Tai-lok and Chiu, Tony Man-Yiu (1999)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Non-

Standard Work in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The Organization of 
Flexible Production in Hong ong and Taiwan”, in Alan Felstead and Nick 
Jewson (eds.), Global Trends in F lexible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Lui, Tai-lok (1994), Waged Work at Hom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Outwork in Hong Kong, Aldershot: Avebury.

Magdoff,H, and Sweezy,P.(1981).The Deepening Crisis of U.S.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Mandel, Ernest.(1975).Late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Mandel, Ernest (1980)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gan, John and Steinke, John (1987), “Working Time Reductions in Australia: The 

Economic Effect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London),Vol.2, 



July:4-11.
Marglin, Stephen A. and Schor, Juliet B. (eds.) (1990)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Kinlay, Alan and McNulty, Des (1992) “At the Cutting Edge of New Realism: 

The Engineers’ 35hour Week Campaign”,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Oxford), Vol.23 NO.3.

Michon, F. (1987). Segmentation, Employment Structures and Productive Structures.
In R.Tarling(Ed.), Flexibility in Labour Markets(pp.23-55). London: Academic
Press.      

Miliband, Ralph.(1969).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Mittelman, J.H. (1996), “The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in J.H. Mittelman (e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Moulaert, F and Swyngedouw, E. (1989), “A Regulation Approach to the Geography 
of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Vol.7, No.3.

Mumford, Lewis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Y: Harcourt, Brace and Co..
Nayyar, Deepak (1997), “ Themes in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Deepak Nayyar 

(ed.),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elsen, Klaus, (1991), “Towards a Flexible Future-Theories and Politics”, in Bob 

Jessop, Hans Kastendiek, Klaus Neilsen and Ove K. Pedersen, (eds.) The 
Politics of F lexibility:Restructuring State and Industry in Britai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OECD . (1989)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Trends in Enterprises. Paris, OECD.
OECD. (1994).The OECD Jobs Study :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s. Paris, OECD.
Offe, Claus.(1984).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O’Kelly, Kevin P. (1999) “Non-Standard Work in Europe: Some Results from the

European Foundation EPOC Survey”, in R. Blanpain and M. Biagi (eds.) 
Non-Standard Work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Hague/London/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eck, Jamie. (1996). Work place: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 
NY:Guilford Press.

 Perlman, Selig. (1922).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Y:Macmillan.

Piore, Michael J. (1979),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 Institutionalist and
Structuralist Views. White Plains, NNY: M.E. Sharpe.

Piore, M. and Sabel, Charels.(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Y: Basic Books.



Pixley, Jocelyn (1993), Citizenship and Employment:Investigating Post-industrial 
Op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ven, Frances and Cloward, Richard.(1971).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NY: Random House.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Beacon Press.

Pollert, A. (1989), ‘The “Flexible Firm”: Fiction or Fact?’.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2, No.3.

Pollert, A. (1988) “Dismantling Flexibility”, Capital and Class, No.34 Spring.
Poulantzas, Nicos（1973）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LB.
Reynauld, Andre and Vidal, Jean-Pierre，（1998），Labour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970-1993， Cheltenham, UK: Elgar.

Rhodes, M.(1991).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National 
versus Transnational Regu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19.

Robinson, P. (1999),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in A. Felstead and N. Jewson (eds.) Global Trends 
in F lexible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Roche, William K., Fynes, Brian and Morrissey, Terri (1996), “Working Time a4nd 
Employment: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5, No.2. 

Rubery,J. and Wilkinson,F.(1994).Employer Strategy and the Labour Market.  
Oxfor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erer, Peter (1994) “Trends in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s and Expenditures in the 
1980s’, in R. M. Blank (ed.) Social Protection versus Economic F lexibi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neider, Friedrich and Frey, Bruno S. (1985),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Sengenberger,W. (1992).Future Prospects for the European Labour Market: Visions 
and Nightmares. In A.Castro, P.Méhaut, ＆ J. Rubery (Ed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Labour Market Organisation. London: Academic Press.

Sengenberger, W. and Campbell, D. (eds.) (1994).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Genev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Sethi, A.K. and Sethi, S.P. (1990), “Flexibility in Manufacturing: A Survey”, 
Th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 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 Vol.2, No.4.

Siim, B (1993). The Gendered Scandinavian Welfare Stat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Women and State Policies in Europe. 



Aldershot:Edward Elgar. Soros, George (1998)，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 
Open Society in Danger,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聯合報編譯組譯，聯經出版社。

Sraffa, Piero (1951) (ed.),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1981, 北京：商務
印書館。

Standing, G. (1992) Alternative routes to Labor Flexibility, in M. storper and 
A.J.Scott (eds.).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Strachan, G. and Burgess, J. (1997) “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Enterprise 
Bargaining and Employment conditions for Women Workers”, In Bramble, T., 
Harley, W., Hall, R. and Whitehouse, 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Brisbane: Associ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Academics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treeck, W. (1987), “The Uncertaint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Uncertainty: Employers, Labor Relations and Industrial Adjustment”,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1, No.3.

Streeck, W. (1992) National Diversity, Regime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adlock: Problems in Forming a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2:301-330.

Stricker, P. and Sheehan, P. (1981) Hidden Unemployment: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Tabb, William, and Larry Sawers (eds.), (1978). Marxism and the Metropol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全球化問題— 資本的力量”, 面向全球化，(1998) 北京：中
央編譯出版社。

Thompson, E.P.(1991)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Commons and Culture, London:Merlin.

Thompson, E.P. (1993). Customs in Common. NY:The New York Press.
Thrift, Nigel (1990), “The Making of a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in John 

Hassard (ed.) The Sociology of Tim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Tucker, Robert (ed.)(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1972, 1st edition), NY: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United Nations (1990a) “Improving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on Women Using 

Household surveys”, Studies in Methods, Series F, 48, New York:UN.
---------------- (1990b) “Methods of Measur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Infomal Sector”, Studies in Methods, Series F, 46, New York: UN.
--------------- (1991) “The World’s Women 1970-1990:Trends and statistics”, Social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Series K, 8, New York:UN.
--------------- (199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Immanuel.(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郭方、劉新城等譯，(1998)，近代世界體系， 臺北市:桂冠。
Warde, A. (1985). Spatial change, Politic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D.Gregory 

and J.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Macmillan.
Watson, G. and Fothergill, B. (1993).”Part-Time Employment and attitudes to 

Part-time Work”, Employment Gazette, Vol.101, No.5 
Watanabe, Susumu (ed.) (1999).Microelectronics, Autom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NY:John Wiley & Sons.
Waternabm Peter (1987), “A New International Labour Movement in the Making: A 

Bibliographical Note”, in Rosalind E. Boyd and Roblin Cohen and Peter C. W. 
Gutkind (eds.) International Labour the The Thir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ldershot: Avebury.

Whipp, Richard. (1989).”A Time to Every Purpose’: an Essay on Time and Work”, in 
Patrick Yoyce, (ed.) ,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e, Michael and Ghobadian, Abby. (1984). Shorter Working Hours in Practice. 
London: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World Bank 199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Yeandle Sue. (1999), “Gender Contracts, welfare Systems and Non-Standard 
Working :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Denmark,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K”, in Alan Felstead and Nick Jewson (eds.), Global Trends in F lexible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page6
	page7
	page8
	page9
	page10
	page11
	page12
	page13
	page14
	page15
	page16
	page17
	page18
	page19
	page20
	page21
	page22
	page23
	page24
	page25
	page26
	page27
	page28

